【如正式引用，须自行核实】
阮伯祥书记的口述校史

学生记者  韦鸿珊  蔡先惠  吴珊珊

    一、采访时间

2009年10月2日
二、采访地点

三元里校区老年活动中心（教工食堂二楼）
三、人物简介

阮伯祥，1936年出生，祖籍广东佛山。中山大学历史系毕业。1971年从省教育厅调到我校工作，1998年从研究生党总支书记岗位上退休。

记：教授，您好！我们是学校学生会的记者。现在学校正举办一个叫“口述校史”的活动，主要是通过采访一些老前辈，来了解我们学校这50多年的历史 。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可以与阮教授您进行谈话，我们想请您给我们讲讲这方面的一些情况。

阮：嗯，好的。我们老一辈呢，可以说是见证了祖国的发展，也见证了我们学校的发展的。我们的人生道路都是比较坎坷的，经历了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多次政治运动，也算是尝尽了酸甜苦辣的了，所以呢，现在的生活已经是很满足的了。

记：教授，请问您是哪一年来我们学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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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我是1971年从省教育厅调过来的。文革之初，教育战线被划为“黑线”，高校停止招生，教职员远离广州办“五·七”干校。1970年高校恢复招收工农兵学生，我才调到这所学校。
记：那当时是按什么标准来划分“红线”和“黑线”的呢？

阮：在当时，“红”代表无产阶级，“黑”代表资产阶级，把高校说成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统天下，针插不入，水泼不进的场所，故而划为黑线，这一划分标准是完全错误的。
记：教授您刚来的时候是做什么工作的呢？

阮：在《新中医》做编辑工作，为与文革前创办的《广东中医》区别开来，改为《新中医》。
记：哦，原来是这样的啊！那时候我们学校的环境如何啊？

阮：那时候条件比较差，学校规模很小的。只有3栋学生宿舍和一栋教师宿舍。所以根本就不够住。当时的情况是：在广州有房子的就回家住，有家庭的老师就一家人挤在只有12平方的教师宿舍，单身的老师就住集体宿舍了。不过，对于单身老师，他们住得比学生宽敞一些。比方说，这个房间原来住8个学生。换做老师住的话，一般就只住2、3个人，通常不会超过4个人。我家不在广州，所以开始就住了很久的集体宿舍。其实1956年那时候学校有300亩地，但那时学校没什么资金，围不起围墙，1960年物质困难时，那些未建楼房的空地就被附近的农民占去种菜了。我1960年还在中大读书，我读的是历史，中大是比较有名气的，国家比较重视，所以它就有钱建围墙。后来我们中医学院有钱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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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了，才通过重新征地的方式收回土地。
记：那在您离开中医杂志之后，又干些什么工作呢？

阮： 1975年4月份学校到南雄和海南办分院。两个地方相对而言，南雄那边的条件比较好，海南就困难很多，因为完全没有基础。当时去海南的就有李国桥院长。我则随教学小分队到南雄办分校，在那里工作了两年多。1977年的时候，“四人帮”垮台，分院就不再办了。我也就随之调回了学校。
记：从分院回来后，您又做什么工作呢？
阮：从分院回来后去了学生科。呵呵，那时候也算是主办科员，管理所有学生的档案。1978～1981这4年都参加了招生工作。
记：那个时候学校有多少学生？
阮：那时候，大概是每年招收200人左右！当时就只有一个专业——中医医疗专业。
记：啊？就这一个专业啊？那现在这些专业都是什么时候开办的呢？
阮：1981年的时候，开始有了针灸专业，第一届招了40人。有了针灸的话，学院就基本上算完整了。在1977年的时候还曾招过一届中药专业的学生，那时是和医药公司合办的，只办了一届。
记：那现在的中药学院是什么时候办的呢？
阮：那是1983年才开始办的，其他的学院都是不久前才慢慢办起来的。
记：教授，我们原来讲到您1977年在学生科工作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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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上说您是研究生党总支书记，这个工作又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阮：我在学生科一直干到1981年，1981年我到81级任年级主任，党支部书记，直到他们毕业。1986年开始做研究生的工作的，一直做到1998年退休。
记：那我们学校是什么时候开始招研究生的？
阮：研究生是从1978年的时候开始招的，博士研究生是从1986年开始招的。开始招研究生的时候，“研究生必须学习什么，研究生与本科生的培养有什么区别？”这些问题我们都没有经验。当时主持研究生教育的副院长罗元恺教授就组织了一班名师进行集体培养。在那时就只好大家一起讨论，一起研究，一点一点地摸索。最后才发展到现在这样的培养模式。
记：那时候所招的人数也不多吧？
阮：硕士研究生开始的时候不多，1982年就开始多了，那年超过了10个。在1985～1988这4年中人比较多。最多的时候一年招五六十个，最少的时候也有40多个。博士生1986年开始招收。1987年又招了6个，加上1986年一个共7个。所以准确地说应该是到1987年我们学校才真正开始有博士研究生教育。其实1978年国家恢复研究生教育时，罗元恺教授就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选为博士导师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到1986年才开始招了一名博士生。
记：我们学校有个国际学院，什么时候招外国研究生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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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从1987年开始招的。我记得只招了一个。那个研究生是来自突尼斯的，就是非洲的一个小国家。他学的是针灸专业。后来学成归国开办了国家针灸研究中心，在当地很有名气。可以说，他把我们的中医，把我们的国粹带出了国门，让其他国家更深地了解了我们中医的神奇。
记：教授，那我们学校在什么时候发展得最快？
阮：发展最快的时候应该是在我退休以后了。1999年开始扩招，2000年的时候就规划建设大学城，那时候我们就报了一千亩。当时扩招了很多专业的学生。像现在的很多专业，比方国贸、经济啊，心理啊，都是那时扩招以后才开始开设的专业。当然扩招也有好有不好，事情总是有两面性的嘛。护理学院是早就应该有的，医药院校本来就跟护理分不开的嘛！总之，中医药还是我校的砥柱中流，把我们的中医药发扬光大依然是我们的任务，还要靠你们年青一代啊！
记：我刚听到您说您是中大历史专业毕业的，那您来这里后除了做短暂的编辑工作外，一直都是做学生管理教育工作，你有没有觉得学不能致用呢？
阮：不，不会。大学5年，除古今中外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科技学也是必修课程。以我的知识基础，还是比较适合做学生工作的。我举个简单例子——改革开放初期，打开国门，同发达国家相比较，我国更显贫穷落后，祖国还值不值得爱，在青年学生中产生了不少思想迷惘，亟需开展中国近现代史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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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他们“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消除思想迷惘，激发爱国热情。在81级，近现代史教育开设的专题讲座，都由我去完成。这个例子说明，我学的专业知识还是用得上的。当然，从事学生工作还必须懂一些教育学、心理学方面的知识，那就只好自学了。
记：教授您在我校工作这么久，谈谈您感受最深的事情，好吗？
阮：工作多年，感受多多，而感受最深的我想谈两点：一是培养了一批共产党员，二是言传身教去提高学生体质。先谈第一点。在本科生、研究生中培养一批党员，不仅重要，而且通过努力也是可能的。以本科生81级为例，除个别之外，其他都是共青团员。不过，由于年纪尚小，把入党视为高不可攀的事情。到大学二年还没有人向党组织申请入党。为提高他们对党的知识的了解，我在全级6个班组织党章学习小组。在年级中心小组的组织领导下进行每周一次的专题学习讨论，并以学习小组名义组织他们到火车站，附近工厂开展卫生咨询等社会活动，以及校内的一些有益活动。经过一段时间学习，他们对党的认识提高了，申请入党的同学也多了。1983年，年级党章学习小组被省团委评为“先进集体”。在校5年，先后申请入党的80多人中，发展了50多位党员。81级党章学习小组是我校恢复高考后的首试。我任研究生党总支书记后，也把这一经验带了过去。所不同的是，只组织申请入党的同学参加，培养了一批研究生党员。据我所知，这批党员绝大部分已经成为所在部门的骨干。第二点，81级的学生在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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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之初的综合体质测试中比以往几个年级都要差。为了提高他们的身体素质，我经常和他们讲，身体就是本钱啊！要多加锻炼啊。一个人呀，再有才华，如果身体不好，又能干什么呢？不过，单靠言传，他们不一定会听话。我尝试以身作则，树立榜样，天天坚持跑步。经常是每天早上跑完步回来催促未起床的同学起来做广播操，晨练。慢慢的，自觉参加锻炼的人多起来了。到了大三，81级成为身体综合素质达标的两个年级之一，并受到奖励。
记：原来教授还是运动健将啊！那您在体育方面有没有获过奖呢？
阮：当时很多人都知道啊，阮老师很能跑啊，天天跑白云山的啊。那时那些体育老师都说阮老师很行的啊，但我觉得，锻炼是为了身体好，并不是为了其他的那些荣耀。后来在我所属分工会领导的要求下，先后在1990和1991年的校运会上两次参加45岁以上组的1500米跑步比赛，都得了冠军。
记：教授您在我们学校工作了这么久，有没有一些学生给您留下很深的印象呢？
阮：我这个人是比较容易相处的，我说过，对工作也是很用心的，跟很多学生相处起来也是很融洽的，现在跟很多学生还保持着联系。逢年过节，都会互相问候，这就是我最大的欣慰了。看到我的心思没有白费，他们发展得好，我是非常高兴的。学生们当中，有的当了教授，有的做了科主任，有的当了市长和处长的。他们呢，都记得我。如果我或家里人身体有什么不舒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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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他们，都会热心来帮我，这点的确很欣慰。
记：那教授您做学生工作做了这么多年，有没有遇到什么比较难处理的事情啊？
阮：较难处理的事情很多时候都会遇到。无非是坚持公平公正的办事原则会得罪一些人。但感情用事呢，又会有失公允啊。毕业分配是我所遇到的较难处理的事情之一。当时毕业生是供不应求啊，像广州这样的大城市以及大医院是大家向往的首选。当时，管高校工作的某位领导通过他们机关办公室的人，向学校党办及某些校领导打招呼说某某学生是他的外甥，要求给予照顾留在广州。而这个学生又很不争气，根本不符合照顾的起码要求。为体现毕业分配工作的公平公正，我坚决顶住。我敢这么做，是因为国家发文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干扰毕业生分配——这把“尚方宝剑”就是我做事情的依据。
记：教授，听了您一席话，我们真的是受益匪浅。
阮：今天这些话，只要有十分之一对你们有用，我就非常欣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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